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路径及战略探究 by 刘盛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9年第2期
总第122期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O．2， 2019
Serial NO．122
————————
收稿日期：2018- 09- 07 修返日期：2019- 01- 1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发展理念下中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问题研究”（17BFX009）
作者简介：刘 盛, 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金融法研究, 联系方式 Liushengxmu@163.com。
一、引言与文献述评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作为一种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的集合，可以
说是社会文化全球化的重要体现，此种全球化源于所有权绝对化所带来的以形式正义掩盖实质正义、
对负外部性的漠不关心以及“重资本权益，轻资本义务”的实践引发的，人们对所有权无限制的反思
和所有权相对化的共同要求。这一普适性伦理与价值，无疑也成为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全球
化的基础，并对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履行社会责任这一社会文化全球化的进程，起到推动和巩固的
作用，具体表现为在国际层面通过国家间、非国家间乃至个体之间的各类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或安排
来促进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整体而言，这些规则或安排可以分为国家间立法和私政府立法两种形
态，前者是指国家间通过协商达成的国际条约或协定，通过国家公权力的模式，用直接转化或间接转
化的方式构成国内立法的一部分，典型如国家参与的国际人权条约、国际金融条约、国际贸易协议中
有关企业社会责任部分；后者则是指金融机构、非政府组织（NGO） 等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协商或自
身的主导力量，将某种它们所认可的社会责任规范标准化，用道义感召与市场力量让更多的金融机构
接受，并内化到自身的内部治理机制当中，同时将社会责任标准外加给金融客户（刘志云，2012）。[1]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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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家间分歧以及立法成本等问题，当前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领域呈现出传统的国家间立法
进展缓慢，而新型的私政府立法发展迅速并成为主流之态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国际地位的稳步提升和对外开放格局的进一步深化，积极参与全球治
理，更好地统筹和协调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就成了必然的要求，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大均对此进行了明确描述。具体到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正如其国际立法存在着
国家参与的“国家间立法”与非国家参与的“私政府立法”两种路径一样，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路径和具体战略，无疑也应当分成这两条线来阐释，并进一步探讨
它们之间的交叉性。
虽然金融机构货币资源的调配者之定位和能够从外部敦促相关企业具体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使得
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逐步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焦点，但与早已成熟的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相
比，此种结合特定行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独有特征，探讨构建或完善相关法律规则的研究依然稍
显单薄和不足。在国外学术界，受到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关文献大多从减少金融机构的负外
部性、缓和可能对金融市场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出发，认为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能够促成良好的公司
治理（Jill Barclift，2011），[2]并指出自愿性质的社会责任难以发挥实效，应当在国际法层面上建立有约
束力的最低标准（Emeseh E.等，2010）。[3]但就如何在开展业务过程中敦促、引导作为交易对手的一般
企业履行其社会责任，如何进行负责任的社会投资，以及升华到系统立法、综合运用软法和硬法约束
方面的讨论还比较匮乏。国内学界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问题的研究则可以进行国内立法和国际立
法的分野，在国内立法层面，通过软法与硬法的共同作用来促成金融机构对社会责任的承担成为共识
（陈岷，2009；辛杰，2014），[4- 5]并认为在具体的硬法设置路径上应当采用渐进方式，即在相关法律法
规中逐步规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一方面赋予其强制力，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其明确性和可操作性，
待相关内容、技术以及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制定专门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 （朱文忠，
2009）；[6] 在国际立法层面，现有研究大多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出发，对如何促成其参与和实践相关的国
际立法进行解析（张长龙，2006；朱慈蕴，2010）。[7- 8]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立
法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益探索，但以一国国家主体和金融机构主体的双重视角，探求两者参与相
关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并行路径和具体战略的研究成果则尚未出现。本文便是遵循此种研究进路对其
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中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有所裨益。
二、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路径和
金融机构参与路径的必要性证成
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统筹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规则，并形成内外发展之联
动，不仅是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趋势、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
选择，也是提高金融机构自身市场竞争力、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更是协调中国软实力和
硬实力，打造中国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其路径，则可以分为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机构参
与路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国家作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包括参与和践行相关规
则、推动国家间立法的形成与实践等方面的相关路径选择；后者则是指以国内的金融机构作为主体，
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包括对相关规则的践行和参与私政府立法等内容的路径选择。
（一） 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金融机构参与路径的必要性阐释
1.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成为主流
在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网络时代悄然来临、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改革和行政改革以及第三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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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化浪潮等因素的推动下，全球公民社会这一“在民族国家与交易市场之外，公民出于个人或集体的
特定目的而开展的跨国、跨地区的各类行动”（何增科，2002），[9]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之一。
近些年，对企业的管理行为成为公民社会的新兴角色之一，其往往通过“公民规范”——私政府立
法——的形式对资本市场进行介入，并以此推动社会和环境福利的改善、企业投资分析的改善以及企
业市场信用的改善。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这种“公民规范”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不断扩张和国
家间相关议题的踌躇不前正变得越来越多。例如，《社会责任投资基金》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
议》 《金融市场运动指南：有效说服企业与金融机构》 《关于金融机构和绿色发展的科勒维科什俄宣
言》，等等。非政府组织也常常采取包括制作支持其运动理念的投资分析、直接将资金导入特定投资
计划、持续与特定企业社会责任议题有关的投资者进行沟通，以及完成与投资者之间的正式合作项目
书等在内的多种方式来推动金融机构对这些“公民规范”的践行（卡里·克劳辛斯基和尼克·罗宾斯，
2017年译版）。[10]此时，以金融机构作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成为推动其开展社会
责任工作的主流方式。
2. 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有助于提升竞争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重要性在于，如果处置得当，可以保证商业的长期成功性，无论是金融机构
还是非金融机构均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Decker O. Sallyanne，2004）。[11]某种程度而言，企业整合
自身资源和内在能力，以及与外部竞争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一核心竞争能力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能够更
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则成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与实体企
业一样，金融机构对社会责任的践行需要其将企业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文化、管理理念、运作制度、
产品研发和销售等各个方面，由内至外地树立社会责任意识。但也有着显著的不同，一个最为直接的
体现便是金融机构的产品并非实体，有着无质性的特点，这使得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的时候，基本
上只能（也只会） 关注风险和收益两个方面。而随着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和互联网与金融的深度结合，
金融产品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金融机构较难仅仅通过产品上的创新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同时，即
便是金融机构从产品内部做出了权益架构、风险和收益间比例等方面的创新，经历过 2008年金融危
机的消费者们显然还是会持观望态度。此时，如果金融机构或者其产品能够很好地展现出履行了社会
责任的特性，或许将成为消费者或者政府部门选择某家金融机构及其产品（影响金融机构竞争力的关
键因素） 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行为金融学的期望理论和从众心理便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点。按照期望
理论，人们并不能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清楚地计算得失和风险概率，其选择往往受到个人偏好、社会规
范和观念习惯的影响，而在当今社会，人们常常对践行社会责任的企业青睐有加。同时，基于人的有
限理性、对信息的观测以及认知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从众心理，理性人往往会接收别人或者群体的行
为信号，进而做出与之相一致的行为选择。也就是说，人们除了风险收益等考虑，因对企业社会责任
的认可而对产品进行选择的时候，其行为也往往容易带动别人的行为。
由此，在金融产品因其无质性和同质化，以及消费者的不信任而难以依其本身拉开竞争力的情形
下，金融机构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来对产品增加社会责任的属性，并通过各类公益活动提升其形象和社
会影响力，从而获得青睐，便成为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环节。典型的例子便是中国首家赤道银行——
兴业银行，其在践行赤道原则的过程中带来了项目融资业务方面数量与质量上的增长与飞跃，并由此
产生了惊人的外溢效果。虽然参与赤道原则只是重要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但兴业银行确实从十年前
的一个区域银行发展成为 2016年国内股份制银行总资产规模第一，其中进展迅速的项目融资业务贡
献巨大。这表明，即使仅仅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也存在合理性与
必要性，并且在参与程度和参与质量上必须得到大力提升，才能有效地增强它们的国际竞争力。同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 年第 2 期 总第 122 期
122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Journ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时，金融机构作为社会责任的直接践行者，其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直接参与，无疑能够减
少制度转换的成本，更容易成为一种内生动力。
（二） 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路径的必要性分析
1.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家间立法无可取代
尽管从市场法则的角度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参与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具有必然性，并且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中的私政府立法也确实成为当前的主流规范，但这仍然不能否定国家间立法，即国
家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重要性。毕竟在公民社会这一领域中，也充斥着与民族国家之间
相互冲突的利益一样的不同诉求。而且国际范围内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全球
性的公共问题，有着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意义。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治理，即要求包括国家与非国家行
为体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私人机构以及个人，基于具有约束力的各类机制或规范对某一具体领域开
展多主体的层次化、网络型治理。在主权国家仍然占据优势的全球结构中，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国
家强制力作为保障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机制推进全球治理，仍然具有天然优势。对于企业社会责任
这样一种无法在短期内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内化和变现，以及充斥着大量倡议性和自愿性质的私政府立
法的领域而言，则更是如此。因此，将推进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这一全球增益之问题的全球治理，
放置于国家间合作的层面，将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国家之间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治理合
作，也能在促进国际金融的效率以及维护国际金融公平方面产生实质性影响。反过来，这也将有助于
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乃至金融安全的维护。
2. 国家主体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有助于提升大国形象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越来越多中国企业
正积极践行走出去战略，在这一过程中，却产生了大量影响巨大的社会责任方面的负面事件，且其产
生的频率远超出其他排名前列的对外投资国。典型如近年来大量中概股因数据造假、隐瞒或严重依赖
于关联交易、会计违规、税负和收入严重不成比例、重大资金挪用或支付不透明等原因被做空或引发
集体诉讼，进而被罚巨款甚至被迫退市。究其原因，除了某些政治因素、文化差异外，根本还在于大
量的中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国内没有严格履行社会责任的习惯，相关的机制构建徒有其表，远未内化
为一种企业文化，将此经营理念与方式带到海外，引起东道国政府与民众的强烈不满甚至抵制。集中
表现为违反当地劳工保护、人权保护、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甚至涉及贿赂、
洗钱、造假上市等犯罪行为，大中型国企热衷于通过一些非正常手段走东道国高层路线等。一些重大
社会责任事件甚至上升为外交事件，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易言之，就是走出去过
程中的整体性和平衡性不强，以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力量为主的国家硬实力一日千里，而以文
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一个国家发展潜力和感召力为主的国家软实力却举步维艰。中国的大
国形象是做一个全球性的领导者，无论是在经济、文化还是政治方面，都应该扮演模范国家的角色。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提出了“东方大国”“文明大国”“负责任大国”和“社会主义大国”
的期待，并明确指出“国家软实力建设的关键在于注重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
会责任国际立法，就是为了通过对国际标准的践行，促成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相关的商业规则上与国际
社会处于同一语境来提升走出去的软实力，达至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的双腿迈进，提升国家形象。
三、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和
金融机构参与的并行路径及其互动分析
近些年，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领域已经从传统不干涉东道国内政、保障直接相关者的利益、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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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资源保护扩展到遏制腐败、尊重人权和消除贫困等诸多方面，此种趋势显然也呈现于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领域。作为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者，金融机构不仅自身承担着直接性的社会责任，还肩负着
利用金融杠杆和利益传导机制敦促与之关联的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任务，需要对此进行更深的了解和
关注。那么，在此种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
与路径和金融机构参与路径，应当采取何种具体方式来平衡各方利益，以更好地契合其发展趋势和回
应新的时代背景下走出去的要求，保证对相关国际立法的良善参与？
（一） 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和金融机构参与的并行路径
1. 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径
当前不断推进的全球化进程，实际上也是世界各国复合性相互依赖状态不断增强的过程，而在这
个过程中，一国的国家利益无疑是驱动其外交决策的直接动因。国家利益有着层级化的特质，对于国
家的重要性则依其层次不同而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必然影响国家利益与相关国际法律制度的关系，实
际上，无论是国家利益的层次等级，还是国家利益的层次变动，乃至国家利益不同层次之间的复杂关
系，都将影响国家在国际法上的态度与行动选择（刘志云，2015）。[12]在汉斯·摩根索看来，国家的生
存问题有着根本性的地位，领土、文化和主权的完整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而其他内容则居于次要
地位（Hans J. Morgenthau，1952）。[13]国际社会基于该利益层次划分表现出这样一种行为模式：对于国
家的生存问题这一根本利益进行极力的维护，甚至诉诸武力，而对能够因内部和外部现实环境而改变
的次级利益，则表现出多变或者经常性的违反之状态。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这一义务性而非权益性、短期内成本增加却又无法产生效益的领域，显然并不
属于各国国家利益的最高层次之列，毕竟主权国家对该领域进行关注的缘由，本就是因为资本权益的
绝对化和当前跨国公司规避力量已经对国家的利益产生了危害。因而对包括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内
的，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国家间立法常常处于一种变化和被违反状态，例如，美国于 2001年 3月
宣布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在 2017年 6月又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而在其 2017年 12月发布
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没有提及气候变化的有关内容。同时，当前国家间立法层面专门针对
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法的缺失，需要将其放置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场域下进行规制的
状态，以及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公约》 《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里约宣言》 《联合国反贪污公约》等在内
的具体规则要么属于软法性质，要么虽然是硬法性质但往往在内容上过于宏大，以宣示性为主，从而
难以具体执行等因素，也在事实上增加了相关规则被违反的概率。例如，联合国于 2011年 3月通过
的《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从国家主体通过权限范围
内的各种方式防止侵害人权与基本自由的义务、企业主体对当地法律的遵守和人权的保障义务、受害
者获得有效的司法或非司法的救济三个方面，分别按照基本原则与实施原则的类别进行了阐述，一共
设置了 31个条文。但纵观整个文件，其内容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指导性原则的形态，具体的实施则仰
仗东道国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细则，同时也并未对违规的行为规定惩罚性措施，缺乏强制效力。
由此，虽然对于国家主体来说，其参与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之形式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立
法，但显然，这一内容在国家利益上的地位，以及当前的立法现状，使得在当前试图构建或者参与在
国家之间确立硬法性质的，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一揽子安排，仍然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故
而，现实可行的路径应当是：
在立法技术上采用一揽子博弈或者早期收获的方式，逐步参与相关的国际立法当中，而非一劳永
逸地“眉毛胡子一把抓”。毕竟国家之间的立法本就是一个体现偏好的不断重复博弈之过程，如果没
有一定的利益基础且产生双方或者多方需要的效益，就很难达成合意，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这一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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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利益层次划分中地位并不高的领域而言更是如此。并且，不同的具体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利益层
次划分中都是不一样的。例如，美国认为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无益于其产业发展，于
是退出该协议，但剩余的 11个国家却依然对其抱有极大的热情，并力邀中国加入，而英国在拟脱离
欧盟之后，也开始寻求 TPP成员国的地位，并于 2018年初进行了加入 TPP的非正式协商。
具体而言，一揽子博弈是指在国际谈判中，面对一系列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的问题，无法逐一进行
解决，而将多个问题同时达成协议的做法。这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表现为，对其责任的施加可以
与市场准入规则、税收优惠、良善的待遇等内容相挂钩，推动其在国家间立法中的落实。例如，TPP
的内容包括农业、劳工、环境、投资等 30个章节，涵盖了环境、社会议题与传统的经济议题，虽然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后来退出 TPP，但这并不妨碍其所体现的在国际谈判中不同种类的议题相互联结
打包，环境、劳工、人权等问题被广泛重视与接纳之趋势。而“早期收获”则内蕴着建构主义的思
想，即通过先期的成果示例，以开放的姿态寻求同一议题的更广泛共识，其路径则至少可以包括基于
具体内容层面的先期安排和基于少数国家主体层面的早期共识两种（刘志云，2015）。[14]这在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中的运用体现为，先与某些有着共同意向的国家达成有关金融机构履行对消费者、
环境、股东等利益相关者之责任的协议，在产生一定收益之后以此为基础进行进一步的协商。例如，
中国目前已经与“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先后达成了诸多备忘录和联合声明，这些协定涉及的内容非常
广泛，且大多包含了环境保护、卫生安全等方面的措施。很好地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所提出的，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进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
作的开放发展过程中，保持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协调并举，打造“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的大
国形象之要求。
在立法模式上采取双边、区域和多边等“多头并进”的立法模式，在不同层次的谈判中加入对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的考量，逐步将之内化从而实现参与。具体而言，就是在双边、区域、多边层次有关
金融、投资、贸易、税收等不同领域的国家间立法当中，在对金融机构进行权利赋予的同时施加责任
限制，即明确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进而达成该方面的行动一致。例如，《2012年美国双边投资协
定范本》从透明度、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向列表、环境与劳工保护、政府中立竞争与国企规制等多个
方面进行了革新，在环境和劳工保护方面，要求“缔约方不能为了鼓励投资而削弱本国环境法中对环
境保护的要求，确保不会使用放弃或其他减少的手段或者提供放弃或减少的手段来影响环境法的有效
实施。”又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成员国于 2015年 11月 17日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为了
促成对环境的保护，自 2017年开始，所有大型、低效煤电技术的出口将不会再得到该协议签署国的
任何信贷支持，包括美国进出口银行、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已经停止了对燃煤发电厂的支持（佚
名，2015）。[15]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多边层面的参与者众多，国家利益纷繁复杂，即便运用“议题挂
钩”之方式，其最终达成协议并良善实施的成本和难度也将大于少数国家参与的双边或区域协定。从
这个角度而言，在双边或者区域层面达成有关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家间立法似乎将更有效率，同
时，这些层面的立法也为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多边层面达成共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 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金融机构参与路径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其所参与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之形式主要表现为私政府立法，与该领域相关
的国家间立法踌躇不前相反的是，在全球化不断加深、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涨和影
响的日益扩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促成相同偏好的跨国利益团体迅速成型，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
会对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近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私政府立法呈现出
汗牛充栋的状态。虽然这一领域绝大部分的私政府立法都是自愿性质的倡议或原则，但金融机构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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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实践依然需要成本，并且这些短期内的改造成本并不能马上兑现成收益。以赤道原则为例，作为
一种用于确定、评估和管理项目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的指导框架，赤道原则旨在为金融机构的尽职调
查提供一个最低标准，以支持负责任的风险决策，要求它们在具体项目的投资过程中，按照这一框架
充分评估该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这一行为无疑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研究表明，一些规模比较大
的国际性银行倾向于采纳赤道原则，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等政策上，优于非赤道原则金融机构的表
现，但同时参与赤道原则的银行的经营利润相对较低，特别是在刚刚加入赤道原则或者进行升级改造
的时候，这表明采纳赤道原则并不是一种粉饰行为，而是需要承担真实的费用责任（Bert Scholtens和
Lammertjan Dam，2007）。[16]故而，金融机构在参加这些私政府立法之时采用“逐步参与”的策略是非
常必要的，这一方面能够杜绝“贪多不烂”和短期成本压力过大的现象出现，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对其
加入的私政府立法进行良善实施，防止为了参与而参与的贴标签式搭便车行为，毕竟私政府立法大多
是由共同利益的公民社会所倡议，强制力的缺乏既是其发展的一个充分条件，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
一般而言，国际层面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都是软法规则，而所谓软法，就是
“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却可能具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Francis Snyder，1993），[17]其实效一方
面来源于金融机构自身对该规则的认可和践行，另一方面则仰仗于同业机构、第三方机构和公民社会
的监督。例如，作为国际银行界首次制定和认可的全球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标准，赤道原则可以说
是当前金融机构国际立法中影响最大的私政府立法，目前其成员已经涵盖了来自 37个国家的 92家金
融机构，在新兴市场国际项目债务融资方面的占比达到 70%。但其本质上仍然只是金融行业的自律
规范，不具有法律强制性，同时在具体规则中也并未设置相关的监督与处罚措施，只能依靠赤道金融
机构在融资过程中进行自我约束（胡珀和强晓捷，2016）。[18]除此之外，包括《联合国全球契约》 《负
责任投资原则》等相关软法规则也被大规模地接受或者签署，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金融机构的逐利本
性常常会压过其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这些软法规则所代表的社会责任理念并没有被内化至金融机构
的运营当中。典型如 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因为华尔街金融机构对利益
相关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漠视社会责任；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苏丹麦洛维大坝事件、埃塞俄比
亚的吉贝三级大坝事件不仅暴露出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工商银行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不足，也使之成
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此外，在中国当前互联网金融如日中天的背景下，金融机构利用其优势地位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的现状，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产生的后果便是，金融机构基于
相关国际软法规则构建起来的社会责任实施机制沦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似的摆设，更遑论对其
真心实意地践行与更新了。而反过来，这些沦为摆设的框架也进一步弱化了金融机构通过反复实践将
社会责任理念进行内化的进路。
如前文所述，金融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其竞争力的极大提升，当此种认知渗透到企业内部，
并通过良善的市场机制反映和回馈出来的时候，金融机构的逐利本性和社会责任就达到了一个完美的
平衡，此种市场型驱动力，无疑将成为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永动机”。由此，中国金融机构在
逐步参与被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之时，应当重点关注此种市场驱动力的培养和
能动作用。一方面，金融机构需要将践行社会责任内化为一种企业文化，依照其所参与的相关国际规
则改造和完善其机制建设，在不断地重复实践中实现理念与机制之间的相互推动。另一方面，应当注
重通过发布定期和不定期报告、官网开设专栏、电话或者微博等交流工具的利用等方式来增进与客户
和公众的交流，并加强与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合作对其进行独立审计，保证实践软法规则外部推动作用
的良好发挥。如此，才能更好地配合与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促成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的
协调，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打造中国的良好大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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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国家参与和金融机构参与并行路径的互动分析
治理理念的兴起促成了晚近国际和国内层面的治道变革，此种以各类公共或私人部门、个人或机
构主体对相关事务进行共同管理并采取联合行动为核心的治理形态，既是一种管理方式的总和，也代
表一个持续的行动过程。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领域，无疑也需要通过各主体以多种手段在各个方面的
联合行动以形成善治，国内层面对此最具直接性影响作用的主体显然就是政府和金融机构了。正如前
文所言，中国以国家身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不仅是对新时代背景下“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等要求的贯彻落实，也使得
中国在把握国际社会在该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的同时，加强金融机构对利益相关者责任的管控，更好
地防范金融风险。同时，随着这一领域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重视，其无疑将成为后续国际商贸立法谈
判中的重点之一。而对中国金融机构来说，参与社会责任的相关国际立法同样也是在新时代背景下积
极和高质量地走出去的必然要求，能够在极大增强其风险防控能力和竞争力，形成品牌效应的同时，
产生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应，推动其走出去步伐。
总体来看，国家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最终实现，需要通过国内立法将之形成本土化
法律，而金融机构对其参与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实现也离不开内部制度的架构和实践。无疑，这两
者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实现上具有深厚的内在关联。
以国家为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一方面，能够为金融机构参与这一领域的国际立
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敦促其加入相同议题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私政府立法。另一方
面，也能为金融机构参与的无强制性的私政府立法内化之后的制度提供强制力基础，进而形成良好的
制度合力。同时，国家在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之后进行的本土化制度建设，无疑为国内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内部制度的建构提出了硬性标准。例如，中国在 1992年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随后又于 1998年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也正是在这一阶段，陆续颁布和修订了包括《中
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金融行业的相关立法则体现为，中国人民银
行 1995年颁布的《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有关问题的通知》、2007年发布的《关于改进
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等。而国家发改委于 2011年发布的《关于开展碳
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则宣布了中国基于《京都议定书》下联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
排放贸易机制催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试点正式开启。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中国金融机构不仅开
始注重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等方面的业务发展，也开始积极加入相关的国际私政府立法，
截至 2018年 3月，就有蚂蚁金服、台州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兴业银行和平
安银行 7家大陆金融机构参与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兴业银行和江苏银行 2家大陆银行
宣布适用《赤道原则》；12275家公司、团体、商会等组织加入联合国《全球契约》。
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参与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则能够为国家主体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立法提供一
个良好的前期经验、现实基础和自上而下的修正路径。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越来越容易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触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些有着共同理念的主体间自发形成的各种有关金融机构
社会责任的规则，虽然没有民族国家特有的强制性、正式性程序的加持，却也属于团体成员之间共同
认可的“良法”之列，有着坚实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基础，中国金融机构对其的参与和本土化实践，无
疑为国家层面的立法提供了大量的前期实践和经验探索。
以自由主义国际法的视角观之，就是金融机构在参与私政府立法之后形成的本身的制度架构这一
下层立法，为国家层面构建相关的上层立法营造了良好的先期立法和后期实践环境，后者的产生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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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离不开前者长期以来的呼吁和内化。同时，也使得国内率先形成与时俱进的相关制度，从而在国际
社会后续的商贸立法中占领先机。
由此可见，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国家参与路径和金融机构参与路径之间呈现出一种互相
影响、互为动力的正相关之关系，两者的良好互动能有效地推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中国的落实。
四、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从积极参与到参与规则和
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转变
（一） 中国国家主体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从积极参与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转变
随着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均遭受重大打击，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
衡的规律、两极格局解体后各种力量的迅速变化、要求改革旧国际制度的呼声和国际秩序的不合理
性、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群体崛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将“从一超多强的格局向权
力分布相对均衡、去中心化的全球主义方向发展，一些大国和地区强国将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新的地
区秩序将会逐步出现并相互联系在一起，超级大国将会消失，朝着无超级大国而只有大国的多极世界
转变，而代替超级大国的，正是区域力量。”（Barry Buzan，2011）[19]这些地区秩序将更多地反映本地
行为体的利益和认同，并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Amitav Acharya，2014）。[20]在这一场变革中，
经济发展最为迅猛，已然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中国
的国际地位无疑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将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对金融机
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战略方面，中国从过去的积极参与到当前的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
略转变，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国际社会的诉求。
虽然近些年持续发展的工人运动、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运动、消费者保护运动乃至直接性的企业
社会责任运动，以及企业公民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社会互利价值观、企业长期目标观和国际
社会对所有权相对化的呼吁，均为金融机构承担社会责任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铺垫，但当前
该领域国家间立法的缓慢发展之现状却有力地表明，迅速构建一劳永逸的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家间
立法并不现实。而这种空白实际上也客观地为中国在该领域“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
从参与规则向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转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当前，国际地位日益增强的中国也正积极参与新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构建当中以寻求更大的话语
权。早在 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中
国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
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5年
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指出“要用好我国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上升的机遇，主动参与规则重构
……为我国发展创造有利国际环境。”而中国在诸如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发展援助，牵头成立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亚非欧沿线国家的发展等方面
的一系列实践则表明，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已经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和维护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国
际规则的重要塑造者。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不仅再度重申和解读了新时代背景下的开放战略，更是直接表明了要求资本
承担更多责任的态度，即“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
制度性话语权。”这在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方面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战略当中具
体表现为：积极地将自身在相关方面的主张，通过双边、区域乃至多边等在内的国家间立法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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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并以积极推行的方式来实现。
例如，绿色金融无疑是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生态文明战略在金融领域的具体表现，
同时也是中国金融机构践行社会责任的主要行动路径之一。在中国的提议下，2016年 G20杭州峰会
第一次对绿色金融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会上达成的“为支持在环境可持续前提下的全球发展，有必
要扩大绿色投融资”这一共识写入 G20杭州峰会公报和《杭州行动计划》当中，这显然是中国对金
融机构社会责任参与和主导并重战略的重要体现。更具体地说，中国对其的推广方式可以是将包括绿
色金融在内的环保责任作为签订双边、区域和多边协定的基本条款，并在诸如“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系列安排、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多种协定等具体的双边、区域和多
边条约中，乃至于以中国为主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国际性组织中
将其列为原则性条款。这一系列的行为，显然都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制度
性话语权的重要体现。
（二） 中国金融机构主体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从积极参与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
战略转变
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无疑是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这一发源于 1944年至
1973年主导国际社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金融秩序所存在的，国际货币最后贷款者功能的缺失、
拉大国际贫富差距、国际金融监管缺失、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结构缺陷等问题，均在此次危
机当中被集中催化出来，而在当前国际秩序全面变革的背景下，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深度改革也就显得
迫切和理所当然。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地位的极大提升，中国无疑将在国际金
融体系的重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和承担更多责任，近些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
（SDR） 货币篮子、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及丝路基金、成为金融稳定
理事会的成员等事实均很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对应，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
因而，中国金融机构在积极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私政府立法的同时，实现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
并重的战略转变也是合情合理的。
一方面，中国金融机构的体量巨大，在英国《银行家》杂志发布的“2017年全球 1000家大银行
榜单”中，共有 126家中资银行上榜，17家跻身前 100位，其中前 5位就有 3家，中国工商银行更
是以其全球最大的市值、第一的客户存款数和最多的盈利被戏称为“宇宙第一银行”。另一方面，在
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开放格局迅速成型，2017年 7月的全国金融工作
会议、党的十九大和 2017年 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强调了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为中国金
融机构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政策背景，而当前中国金融机构的海外布局与走出去企业的分布不匹配，
走出去的步伐明显滞后于企业，尚处于由海外探路阶段朝服务本国企业海外投资过渡的阶段，跨境金
融服务的能力比较弱之现状，也从自身角度对中国金融机构全面走出去提出了要求。此外，中国长期以
来相对封闭的金融业运行环境，不仅造成了中国金融机构在风险控制、内部架构、盈利手段等方面的不
足，弱化了其竞争力，也使得社会责任这一在国际社会如日中天的理念被标签式地运用和习惯性地漠
视。凡此种种，均构成了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和实现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参
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战略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于其具体路径，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开展：
一是通过个体金融机构对已有的有关社会责任的私政府立法进行积极参与来发出中国声音，包括
良好的践行和提出修改的建议。例如，兴业银行在加入赤道原则之后连续多年参与由赤道原则秘书局
召开的赤道原则年度大会以及由国际金融公司 IFC（世界银行附属机构） 召开的年度学习大会，在
2010年 12月的赤道原则协会主办的“赤道原则未来五年战略规划研讨会”上，兴业银行从中国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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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和本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入手，向与会各方介绍了本行在赤道原则执行过程中的收获与困
惑，以及中国的绿色信贷政策，尤其是“环保黑名单”制度对于提升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识别能力的
重要作用，并表达了赤道原则应当增加新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参与权和话语权的想法。
二是通过本国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私政府立法的构建来辐射国际社会，形成自身的更大影响。例
如，中国银行、浦发银行、招商银行等 7家“金蜜蜂银行”，早在 2010年便发布了《金蜜蜂银行宣
言》，表达“金蜜蜂银行”积极履行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努力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不
懈追求，指出它们将以负责任的经营，引领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实际行动应对中小企业融资难问
题，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工商银行等，2010）；[21]截至 2017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国
际论坛”已经举办了十三届；作为对《2030联合国发展议程》的积极回应，旨在通过一致的责任理
念和创新行动打造企业责任竞争力，促进企业与社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实现企业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金蜜蜂全球 CSR2030 倡议》，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关注并参与。 2017年 1月 19日，在瑞
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蚂蚁金服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起成立全球首个金融科技企业的绿
色数字金融联盟，旨在利用数字技术来促进应对全球环境挑战的融资，等等。
五、结语
近些年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蓬勃发展，既是对以往企业只关注经济责任而漠视社会责任和道德责
任之现实的反对，也是对个人权利至上、把个人价值等同于社会价值，以及赋予资本无限权益思路的
质疑。当前的实践表明，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已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同时也是一个良性可持续合作
体系的必然要求，金融机构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更是难辞其咎。中国参与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国际立
法，统筹其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规则，并形成内外发展之联动，不仅是顺应中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
经济趋势、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等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提高金融机构自身市场竞争
力、推进中资企业走出去战略的要求，更是协调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打造中国良好大国形象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国际立法的参与，一方面需要国家主体参与和
践行相关规则、推动国家间立法的形成与实践，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金融机构主体的对私政府立法的践
行和参与，两者之间呈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为动力的正相关关系。于其具体战略，则应当从以往的
积极参与向参与规则和主导规则并重的策略转变。如此，才能更好地推动金融机构社会责任在中国的
良善实践，促进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平衡发展，进而更好地助力走出去战略和对外开放新局面，提升中
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制度性话语权，打造“成熟、负责任、有吸引力”的大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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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loration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Path and Specific Strategy in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
LIU She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cludes the in-
ter-state legislation, which takes a state as the subject, and the private government legislation, which
emerges upon negotiation among non-state actors. Therefore,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all follow the parallel paths of participa-
tion by the state as the subject and participation by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s the subject. The for-
mer requires a legislative method of a package game or early harvest and a legislative model of bilat-
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multi-thread advancement; while the latter is mainly reflected in a kind
of strategy of gradual participation.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of mutual affecting between the
two. In terms of specific strategies, China shall transform from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past into
laying equal stress on participating rules and dominating rules, and actively speak out China’s opin-
ion through constructing or participating in relevant inter-state legislation?and private government legis-
lation.
Key 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ter-state
legislation; private government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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